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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海塞防之议虽发生于晚清时期，但其缘由则要溯及以往。由于清统治者对来自海洋
的困扰采取类似陆防的传统“防海”政策，故此前台湾诸岛实无真正意义上的“海防”。台湾归附
后，施琅主张留守台湾，蕴涵着以外海作为内地屏障，将防线从陆路推向海洋的思想认识。鸦片战
后，台湾的海防地位虽开始显现，但却是在晚清海塞防之议大视阈背景之下才得以确立。这主要
体现在:一是将台湾海防与“海国时代”到来的整个国际形势联系在一起，提高对台湾海防战略地
位重要性的认识。二是欲移驻福建巡抚入台，提升台湾作为东南海疆门户的海防地位。三是开山
“抚番”，兴建炮台，筹购船舰等，加强台湾的海防建设。有清一代，时人有关台湾海防认识的传统
与衍变过程，也是中国海防观念由传统向近代蹒跚转型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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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 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爆发打破了大清帝国的宁谧，晚清的海疆和陆疆相继进入多事之
秋。1871 年，沙俄借“代为收复”为名，入据新疆重镇伊犁，致使西北边疆狼烟四起;1874 年，日本
以琉球船民被杀为借口，悍然出兵海疆门户台湾，东南沿海又难以安宁。“倭逼于东南，俄环于西
北”，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清统治者开始强烈地意识到“外国猖獗至此，不亟亟需求富强，中国将
何以自立耶?”且“(清军)兵将靖内患或有余，御外侮则不足。若不及早自强变易，……厝火积薪，
可危实甚!”［1］总理衙门在《海防亟宜切筹武备必求实际》一疏中明确指出:“溯自庚申之衅(指日
本侵台事件)，创巨痛深。……以一小国之不驯，而备御已苦无策，西洋各国之观变而动，患之濒见
而未见者也。倘遇一朝之猝发，而弭救更何所凭?及今亟事绸缪，已属补苴之计，至此仍虚准备，更
无求艾之期!”［2］基此认识，总理衙门提出“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等六条具体
措施，奏请清廷交由各省督抚将军讨论，以求时务应对之策。清廷接到总理衙门奏请后，连同前此
江苏巡抚丁日昌奏请有关建立北洋、东洋、南洋三支海军，“意在整饬海防，力求实际”的条陈一并
交给沿海滨江各省督抚将军详细筹议，限一月内复奏。其时，接到谕旨的各疆臣大吏都从各自所膺
重责、各自所任官所，以及各自对海、塞防的认识提出不同的看法。这就是晚清史上沸沸扬扬的
“海防”与“塞防”之议的历史大背景。
本文拟在此晚清海塞防之议的大视阈下，检讨清统治者对地处东南海疆门户的台湾海防由传
统向近代蹒跚转型的认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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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前期王朝统治者的“防海”思维
海塞防之议虽发生于晚清时期，但其缘由则要溯及以往。与中国历代王朝统治者的海洋认知
基本相似，清王朝统治者对来自海洋的困扰也同样采取类似陆防的传统“防海”政策，尤其在清初
应对郑成功海上政权所活动的东南海疆地区时更是如此。从清顺治十一年(1654)起，清廷多次敕
谕沿海督抚防范郑氏侵扰沿海，令其“固守讯界，勿令逆众登岸，骚扰生民。遇有乘间上岸者，即时
发兵扑剿”。［3］其防海思维便是固守海洋边界，勿令“逆众”“海贼”登岸。
至顺治十三年(1656)，清廷进一步实施更加严厉的“防海”禁海政策，谕令:“严禁商民船只私
自出海。有将一切粮食、货物等项与逆贼(指郑氏海上势力集团)贸易者，……即将贸易之人，不论
官民俱行奏闻正法，货物入官;……其该管地方文武官员不行盘诘擒缉，皆革职，从重治罪;地方保
甲通同容隐，不行举者，皆论死。凡沿海地方，……俱严饬防守各官相度形势，设法拦阻;或筑土坝，
或树木栅，处处严防，不许片帆入口，一贼登岸。”［4］其禁海“防海”的主导思想即冀望通过严厉的禁
海防海措施切断郑氏集团与大陆的联系，防范其对沿海沿岸地区的骚扰。但由于东南海疆岸线绵
长、疆域宽广，“禁海”令一时未能达到预期效果。次年，清廷朝臣中有人又提出实施“坚壁清野”的
建议:“逆郑虽生踞波涛，势不能不聚粮于平地，臣以为宜效坚壁清野之计，除高山峻岭不可攀援处
所外，凡平原旷野多筑坚厚墙垣，迂回其道;相地广狭，间筑城堡，可贮粮石;扎营寨兵，可守望亦可
设伏。……使彼束无所掠，去不能归，此坐而窘之一道也。”［5］其意图即以“坚壁清野”政策困死“生
踞波涛”、四处泛海的郑氏政权。
与实施禁海政策的同时，清统治者又考虑采取“迁界”措施封锁郑氏政权的经济来源，并将其
称之为“断乳饿杀”之计。早在顺治十一年，曾任清漳州知府的房星烨就提议说:“(郑氏集团)海舶
所用钉、铁、麻、油，神器所用焰硝，以及粟、帛之属，(金、厦等)岛上所少。皆我濒海之民阑出贸易，
交通接济。今若尽迁其民入内地，斥为空壤，画地为界，仍厉其禁，犯者坐死;彼岛上穷寇内援既断，
来无所掠，如婴儿绝乳，立可饿毙矣。”［6］之后，降清的郑氏部将黄梧提出“平海五策”，其中亦有“迁
界”设想，认为“金、厦两岛，弹丸之区，得延至今日而抗拒者，实由沿海人民走险，粮饷油铁桅船之
物，靡不接济。若从山东、江、浙、闽、粤沿海居民，尽徙入内地，设立边界，布置防守，不攻自灭”。
建议将沿海居民悉数内迁，使距海 30 里内，不令人居住。［7］
顺治十八年(1661 年)，兵部尚书苏纳海对“迁界”政策提出具体方案:“令将山东、江、浙、闽、
粤海边居民，尽迁内地，设界防守。寸板不许下水，粒货不许越疆。”［8］同年八月，清廷正式发布“迁
界”令:“福建、浙江、江南三省所禁沿海境界，凡有官员兵民违禁出界贸易及盖房屋居住、耕种田地
者，不论官民，俱以通贼论斩，货物家产俱给讦告之人。该管文武官不能查获，俱革职，从重治罪。
……其违禁出境之人，审明系何地方出口，将守口官兵知情者以同谋论，立斩;不知情者，从重
治罪。”［9］
不久之后，清廷又再次敕谕严厉禁海:“海滨地方文武各官，绅矜、兵民、商贾人等，若有泛海之
船，俱举送于该管总督、巡抚、提督、总兵官等奏报。若隐匿不举，后经发觉，即以通贼叛逆治罪，决
不宽贷。……”［10］严禁通海的范围甚至波及僧道人等。在严厉的禁海迁界政策下，“上自辽东，下
至广东皆迁徙，筑垣墙，立界石，拨兵戍守，出界者死。”［11］在沿海与内陆之间形成一个宽达 30 至
50 里的无人隔离地带，此一做法实际上是将禁海“防海”的范围从海洋全面收缩于内陆。
在清廷禁海迁界的压力下，郑成功因北伐受挫而率军渡海驱逐荷兰殖民者，攻取被其占领达
38 年之久的台湾作为反清复明的根据地，正式形成与清廷隔海分庭抗礼的对峙局面。
由上可知，从清初开始，清统治者对东南沿海的防范始终是以禁海“防海”为主，视海洋为“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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贼渊薮”，泛海之人为“窜伏海隅”，“以波涛为巢穴”的“海逆刁民”。① 我们认为，这种防入禁出、且
以禁“出”为主，把陆上防御套用到海上防御的禁海“防海”思想，一则鲜明地体现出中国传统海防
思想以守为战，重在“陆防”的特点。［12］即强调“沿海各省水师，仅为防守海口、缉捕海盗之用，辖境
虽在海疆，官制同于内地。”［13］缺乏建立强大水师放洋出海、制胜于海上的海洋意识。这种以陆防
为原则的海岸防御思维，将导致当政者长期忽视加强和发展国家本应拥有的海上防御和海上作战
能力，其潜在影响是对 17—18 世纪全球性海洋时代的到来，尤其是鸦片战争爆发后，国家防务重点
将由西北内陆向东南沿海的战略转移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因而，鸦片战争后急迫的近代海防建设
一直很难摆到国家防务重点的正确位置上。这既是晚清“落后挨打”的肇因之一，也是晚清海塞防
之议的一个由来。
二则这种禁海迁界、毁船内缩的消极“防海”封锁，逐渐将清统治者的海防认识固化为一个极
为有害的思维定式，即用陆防思维代替海防思维，以岸防为主去对付“泛海不定”的各种“海患”。
这种思维定式不仅没有考虑如何积极发展海上武装力量，加强海上作战能力以掌握海上主动权，而
且还有意无意地自动放弃沿海岛屿及沿岸地区，把“防海”的重点从海上退回内陆。这一思维实际
上也鲜明地呈现了历代王朝统治者固有的“重陆轻海”思想倾向，［14］只不过素有“马背上民族”之
称的清统治者于此尤甚罢了。因而，《清史稿》所谓“国初海防，仅备海盗而已”;［15］清军虽“有水师
之名，无舟楫之实”［16］等记载，反映的是真实的历史境况。故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在台湾未正式归
入大清帝国版图之前，对清统治者而言，台湾及澎湖列岛，甚至包括东南沿海地区实无真正意义上
的“海防”，而其时实施禁海迁界、坚壁清野、“断乳饿杀”等“防海”之策的负面影响②，却为鸦片战
后清统治者海防意识的艰难转型蒙上了挥之不去的心态阴影。
二、沿海、涉海地方官员的“海防”意识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清廷当政者的“防海”意识重点在“陆”，而沿海、涉海的地方官员则因其居
官所在、处事经历、思想认识等原因，其“海防”意识却一般偏重在“海”，因而，他们对东南沿海，包
括台湾及澎湖列岛的海防认识较之于当政者不仅高出一筹，而且也比较符合其时海洋时代到来的
历史发展趋势，并为鸦片战争之后台湾海防地位的凸显奠定了思想认识的基础。
例如，清康熙十七年(1678)新任福建总督的姚启圣请求恢复并重建康熙七年(1668)遭裁撤的
福建水师，他认为对付郑氏海上势力集团“水战更重于陆战，(而)以陆攻水，断难净绝根株”。疏请
复设水师提督一职，“令其专练水兵”，［17］以加强海上作战力量。前任福建总督郎廷相、巡抚吴兴
祚、水陆总兵官杨捷等也均有此等认识。［18］而自小成长于滨海地区，且长期事戎于海上的施琅，依
凭“为沿海计万全，为朝廷图治安”［19］之心，对海洋、海防的认识，尤其是台湾所处的海防战略地位
更有高于时人的见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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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至康熙十七年(1678)，康熙帝谕议政王大臣等时仍然强调:“(郑氏)海寇盘踞厦门诸处，勾连山贼，煽惑地
方，皆由闽地濒海居民为之借也。应如顺治十八年立界之例，将界外百姓迁移内地，仍申严海禁，绝其交通。”参见
《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七十二，《清实录》(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 1985 年影印版，第 928 页。
时人及后人对禁海迁界等政策造成的消极后果均有各种记载和评说，如王胜时在《漫游纪略》中记载禁海
迁界后濒海地区的荒芜景象:“以予所睹，界外所弃，若县若卫所，城郭故址，断垣遗础，髑髅枯骨，隐现其间。粤俗
乡村曰墟，惟存瓦砾;盐场曰漏，化为沮洳。水绝桥梁，深厉浅揭，行者病之。其山皆丛莽黑菁，豺虎伏焉。田多膏
腴，沟塍久废，一望污莱，良可惜也。”陈迁鹤为《靖海纪事》作“叙”也写道:“方海患昌被时，当事议主坐困，迁濒海
数十里内居民入内地，以绝其交通之路。朝命甫下，奉者过于严峻，勒期仅三日，远者未及知，近者知而未信。逾二
日，逐骑即至，一时踉跄，富人尽弃其赀，贫人夫荷釜，妻襁儿，携斗米，挟束藁，望门依栖。起江浙，抵闽粤，数千里
沃壤，捐作蓬蒿，土著尽流移。”阮旻锡的《海上见闻录》甚至说:“(禁海迁界)上自辽东，下至广东皆迁徙，筑垣墙，
立界石，拨兵戍守，出界者死。百姓失业流离，死亡者以亿万计。”相关史料这里不再一一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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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原本郑氏海上势力集团的一员主将，深谙海战的施琅认为，跨海作战若没有强大的水师就
无法确立海上力量的优势，而不习水战的清军铁骑再怎么勇猛善战也只能望洋兴叹，甚至会产生
“海洋险远，风涛莫测，长驱制胜，难计万全”［20］的畏难心理。因此，当他受命接任福建水师提督
后，即“日以继日，废忘寝食，一面整船，一面练兵，兼工制造器械，躬亲挑选整搠”，［21］迅速建立起
一支精兵二万，战船三百的强大水师。正是因为拥有这支强大的水师队伍，才能在攻取澎湖三十六
岛之后，形成大军压境之势，建立以海不扬波、兵不血刃的和平方式克服台湾的千秋伟绩。［22］
此外，施琅对清廷大力实施的禁海迁界政策也深不以为然，他认为禁海迁界实为消极逃避之
举，“伏思天下一统，胡为一郑经残(孽)盘踞绝岛，而拆五省边海地方，画为界外以避其患!自古帝
王致治，得一土则守一土，安可以既得之封疆而复割弃?况东南膏腴田园及所产渔盐，最为财赋之
薮，可资中国之润，不可以西北长城塞外风土可比。……”［23］如何能以消极的禁海迁界而弃守东南
沿海膏腴之地?虽然施琅的不同意见并不能改变清廷既定的禁海迁界政策，但至康熙二十二年
(1683)，他奉命率军跨海东征，将台湾正式纳入大清版图后，又即奏请开放海禁、废除迁界，使沿海
迁民得以重返家园，“悉复其业”。时有闽人陈迁鹤记载说，开海复界后，迁民回乡，“始辨旧基、认
故亩，以耕以凿，一岁菑，三岁畬，渐次垦辟，至无旷土。乙酉(按:康熙四十四年，1705 年)秋，予自
京回里，望界外疆场彧彧，禾麦穟穟，喟然叹息，谓向日迁界之苦，余所亲见。今日还界之乐，余又亲
见，大哉将军(施琅)之功，可铭闽山而不朽。”［24］
当然，事实上，自明代以来，东南沿海在地官员及民间有识之士对朝廷消极的“片板不许下海”
的海禁政策就有许多不同的看法。① 施琅对清初禁海迁界政策的不以为然，从社会经济层面看是
民生问题，从海防军事层面看则是岂可“拆五省边海地方，画为界外以避其患”?［25］反对的是消极
的内陆防御而重视积极的海上进取。收复台湾后，施琅在其所上《海疆底定疏》中明确指出:“盖天
下东南之形势在海而不在陆。陆地之为患也有形，易于消弭;海外之藏奸也莫测，当思杜渐。”［26］可
以说，这种将国家海防的重点从陆地转移到海洋的睿智认识，与他久居沿海、身历其地的海洋、海战
实践是分不开的，其识见可谓为难能可贵。
尤其值得我们肯定的是，施琅对台湾所处海防战略地位的认识亦具前瞻意义。如前所述，清初
统治者对东南沿海地区，包括台湾及澎湖列岛等并无真正意义上的“海防”，其初禁海防海的目的
在于“靖海宁疆”，后之渡海征台的重点也在“平寇”，而不在“拓土”。而今郑氏平定，海氛已靖，对
于“孤悬”化外的台湾自然会出现一个弃留的善后问题。对此，施琅在攻克澎湖后即上疏:“(台湾
归附后)将民人土地悉入版图，其伪官兵遵制削发，移入内地，悉听朝廷安辑。”他提议:“第查台湾
土地千余里，户口数十万。地在夐海之表，或去或留，伪官兵户口繁多，当作何安辑?事关重大，所
当亟请皇上迅赐睿裁。”［27］
清军舟师抵台后，施琅又再次奏请清廷对台湾善后问题尽快作出决定:“(台湾)土地肥沃，出
产五谷，沃野千里，人民土番杂处，甚为稠密，应去应留，臣经具疏题请，未奉敕旨，仰冀迅赐睿夺，俾
得钦遵奉行。”［28］
可以看出，此时施琅虽未对台湾的去留问题表明态度，但反复强调台湾“土地肥沃”“沃野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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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明嘉靖年间东南沿海“倭患”严重时，负责闽浙海防事务的王忬就主张改变明初“片板不许下海”的禁制，
让滨海之民下海捕鱼，官府依例纳税，对纾解民生，充实国家财政都有好处(见王忬:《王司马奏疏·条处海防事宜
仰祈速赐施行疏》，《明经世文编》卷 283)。此后在隆庆、万历年间几任熟谙滨海事务的福建巡抚，如谭纶、涂泽民、
陈子贞、许孚远等也有同样认识，认为福建“滨海而居者，不知其凡几也，大抵非为生于海则不得食”;如果严厉禁
海，民生无所依托，必得“相率而引为盗也”(见《谭襄敏公奏议》卷二)。“闽省土窄人稠，五谷稀少。故边海之民，
皆以船为家，以海为田，以贩番为命。向来未通番而地方多事，迩来既通番而内外乂安，明效彰彰耳目。一旦禁之，
则利源阻塞，生计萧条，情困计穷，势必啸聚。”(见《明神宗实录》卷 262，万历二十一年七月乙亥)均明确反对禁海
以安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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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户口繁密”等，其将台湾纳入版图，留守台湾的言下之意是很明确的。而当时，清廷内部许多
官员或认为台湾“孤悬海外，易薮贼，欲弃之，专守澎湖”，［29］或将台湾视为“海外丸泥，不足为中国
加广;裸体文身之番，不足与共守;月费天府金钱于无益，不若徙其人而空其地”。［30］“持议者莫不
曰:‘此一块荒壤无用之地耳，去之可也’。”［31］甚至连积极支持并保荐施琅出任水师提督渡海征台
的内阁学士李光地也错误地认为:“台湾隔在大洋之外，声息皆不通。……应弃(台湾)……空其
地，任夷人居之，而纳款通贡。即为贺兰(荷兰)所有，亦听之。”［32］
康熙帝对台湾的善后弃留问题最初也拿不定主意:“台湾应弃应守，俟郑克塽等率众登岸，令
侍郎苏拜与该督抚、提督会同酌议具奏。”［33］实际上也存有视台湾为化外，“(其)仅弹丸之地，得之
无所加，不得无所损”［34］的心理。而施琅抵台后，经过实地勘察筹划遂力排众议，坚决反对放弃台
湾，“决意主留”。［35］
施琅主张留守台湾的理由从加强东南海防的角度看主要有三条:
一是台湾“北连吴会，南接粤峤，延袤数千里，山川峻峭，港道纡回，乃江、浙、闽、粤四省之左
护”，海疆海防门户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他认为，当初“郑芝龙为海寇时，以为巢穴”，之后郑芝龙
就抚，荷兰人趁机入据而“渐作边患”。郑成功攻破台湾后又将其作为威胁清廷统治的反清根据
地，随时即可“荼毒海疆，窥视南北，侵犯江、浙”，故“盖筹天下之形势，必求万全。台湾一地，虽属
多岛，实关四省之要害”，［36］将东南海疆门户台湾的海防战略地位表述得十分清楚。
二是台湾“野沃土膏，物产利溥，耕桑并耦，渔盐滋生。满山皆属茂树，遍处俱植修竹。硫磺、
水藤、糖蔗、鹿皮，以及一切日用之需无所不有”，即使岛上“向之所少”的布帛，也因当地“木棉盛
出”而“经织不乏”。更何况，台湾为海中大岛，“舟帆四达，丝缕踵至”，海上贸易历来十分发达。郑
氏海上势力集团就是凭借繁盛的海上贸易，“通洋裕国”，致使清廷禁海迁界、坚壁清野、“断乳饿
杀”等遏制措施均难以收效，“饬禁虽严，终难杜绝”。如此“肥沃之区，险阻之域。……此诚天以未
辟之方舆，资皇上东南之保障，永绝边海之祸患”。［37］他强调，不论是从沃野物产的经济角度，还是
从靖海宁疆、防患边海的军事角度都不能将台湾轻言放弃。
三是当时的西方国家，如荷兰、英国等海上殖民者“夹板船只，精壮坚大，从来乃海外所不敌”，
而台湾曾被荷兰盘踞其地数十年，“无时不在涎贪，亦必乘隙而图”，虽然此时不敢轻举妄动，是因
其“未有土地可以托足，尚无伎俩”;如果轻易放弃这一战略重地，荷兰乘隙复踞，“以此既得数千里
之膏腴复付依泊，必合党伙窃窥边场，迫近门庭。此乃种祸后来，沿海诸省，断难晏然无虞”。到那
时，再兴师动众，跨海征讨，“恐未易再建成效”。［38］
此外，针对守澎湖而弃台湾的言论，施琅也明确指出:“如仅守澎湖而弃台湾，则澎湖孤悬汪洋
之中，土地单薄，界于台湾，远隔金(门)、厦(门)，岂不受制于彼而能一朝居哉?是守台湾则所以固
澎湖。台湾、澎湖，一守兼之。沿边水师，讯防严密，各相犄角，声气关通，应援易及，可以宁息。”因
此，需将台湾、澎湖作为国家海防整体加以布防建设，“在在官兵，星罗棋布，风期顺利，片帆可至，
虽有奸萌，不敢复发”。［39］
基上所述，施琅认为台湾“断断乎其不可弃”，“弃之必酿成大祸，留之诚永固边圉”，［40］并附上
台湾地图一张，请康熙帝“御览”定夺。
可以说，就那个时代而言，施琅对台湾海防地位的认识的确已无出其右者，因为如前述，秉持传
统防海思维的王朝统治者对“出没海洋”“盘踞海岛”的异己势力总是采取禁海迁界、防入禁出的消
极封锁政策，但这种“狃于目前苟安为计，画迁五省边地以避寇患”的消极防范，从海洋退守内陆，
“致贼势愈炽而民生颠沛”，［41］反而达不到靖海宁疆的目的。而更重要的是，施琅坚决主张留守台
湾，其重点在于试图改变大国统治者传统陈旧的、陆防式的海防思维，即以用力向外的海洋视野，将
台湾及所属澎湖海洋岛屿链作为国家的海洋疆域屏障，以此维护东南沿海江浙闽粤数省的海防安
宁，而不是传统用力向内的防海思维，将海洋仅仅看成为天然的“海上万里长城”，有限地防范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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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的各种“海氛”和“海患”。这种将东南沿海的防线扩展到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实际上已蕴涵着
以外海作为内地屏障，把国家防线从陆路推向海洋①的思想认识，这无疑是传统防海观念一个极为
可贵的进步。
此外，施琅还认为沿海各省水师，貌似“布设周密”，但只能“区守汛口，若使之出海征剿，择其
精锐习熟将兵，实亦无几”，［42］希望能借台湾克服之机，建设一支“船坚兵练”、“原为航海捣巢之
用”［43］的强大水师，“蔽长天之巨艘，扬旌斾之悠悠”，［44］以达成海波不扬，“民生得宁，边疆永
安”［45］的海防目的。尽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施琅希图建设强大水师的设想未能实现，但其设官
驻兵留守台湾，将台湾正式纳入大清帝国版图的奏请最终得到康熙帝的同意②，从而使台湾及澎湖
列岛作为中国东南海疆海防门户的战略地位得以基本确立。基此言之，施琅之功实莫大于焉!
三、海塞防之议与台湾海防战略地位的确立
当然，台湾的海防战略地位及其重要性是在晚清海塞防之议大视阈背景之下才得以完全确立
并进一步加以认识的。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台湾的海防地位开始显现。③ 时任闽浙总督的邓廷桢认为:“闽洋紧
要之区以厦门、台湾为最，而台湾又为该夷(英国)歆羡之地，不可不大为之防。”［46］鸦片战争中，台
湾兵备道姚莹、台湾镇总兵达洪阿等率兵布防，据称英军曾“五犯台湾，不得一利。两击走，一潜
遁，两破其舟，擒其众而斩之”。［47］但由于其时清王朝对付英军入侵的海防总体战略基本上以“弃
大洋，守内河，以守为战，以逸待劳，诱敌登岸，聚而歼之”［48］为主导 ，而且当时台湾也不是鸦片战
争的主战场，故其海防地位虽已显现但并不突出。
1874 年之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早具觊觎野心的日本借机悍然出兵台湾，引起清廷朝野极
大震动。内阁大学士兼总理衙门大臣文祥从日本侵台一事中得出教训，认为:“日本之寻衅生番，
患之已见者也，其发也速”，故“目前所难缓者，为防日本为尤亟”。［49］李鸿章也认为，日本原本“区
区岛夷”，近年改变旧制后“其势日强”，竟敢“称雄东土，藐视中国，有窥犯台湾之举。泰西虽强，尚
在七万里之外;日本则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久大患”，［50］对此实不可掉以轻心。其他参
与海塞防之议的各省督抚将军也有类似的建言和主张。［51］综括而言，在海塞防之议的大背景下，清
廷朝野对台湾海防有如下几点认识已与以往不同，值得研究者加以重视。
第一，将台湾海防与“海国时代”到来的整个国际形势联系在一起，提高了对台湾海防战略地
位重要性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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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冯尔康:《施琅外海边防观念的提出和实践》，载施伟青主编:《施琅与台湾》，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 2004 年，第 60 页。冯尔康先生敏锐地看出施琅以台湾为边防重地，是将外海作为内地的屏障，把防线从陆路推
向海洋。笔者认为是“蕴涵”了这样一种思想认识。
据《康熙起居注》载:康熙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上御乾清门听政，……大学士、学士以折本请旨，福建
提督施琅请于台湾设总兵官一员、副将一员、参将二员、兵八千;澎湖设副将一员、兵二千，镇守其地。议政王、贝
勒、大臣、九卿、詹事、科道会议准行。上顾汉大学士等曰:‘尔等之意若何?’李霨、王熙奏曰:‘据施琅奏内称，台湾
有地数千里，人民十万，则其地甚要，弃之必为外国所踞，奸宄之徒窜匿其中，亦未可料。臣等以为守之便。’上曰:
‘台湾弃取所关甚大，镇守之官三年一易，亦非至当之策。若徙其人民，又恐致失所;弃而不守，尤为不可。尔等可
会同议政王、贝勒、大臣、九卿、詹事、科道，再行确议具奏。’”(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康熙起居注》第 2 册，
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第 1127 页)同年四月十四日，清廷决议在台湾设一府三县，正式将台湾纳入版图。见《清圣祖
实录》卷 115，康熙二十三年四月十四日。
鸦片战争爆发前，英国鸦片贩子纷纷叫嚣要占领台湾或厦门、金门等沿海岛屿，以作为将来“能够用作远
征军的供应中心和行政基地，并且将来也可以作为不列颠商务的安全根据地”。参见严中平:《英国鸦片贩子策划
鸦片战争的活动》，载《近代史资料》1958 年第 4 期，第 34－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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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以降，西方列强挟坚船利炮递航东来，大清王朝面临以海防危机为主要方式的“数千
年未有之变局”。日本侵台事件发生后，文煜、李鹤年、王凯泰、沈葆桢等督抚疆臣都认为，台湾为
“闽左屏藩，七省门户”，“中土之藩篱”，“(若)藩篱既撤，……则蛇蝎之毒将由背膂而入我腹心，
……(故)不能不为塞门瑾户之计”，急需提高并加强台湾的海防地位。李宗羲更明确点破台湾所
处海防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他指出:“惟台湾一岛，形势雄胜，与福州、厦门相为犄角，东南俯瞰葛罗
巴、吕宋，西南遥制越南、暹罗、缅甸、新加坡，北遏日本之路，东阻泰西之往来，实为中国第一门户，
此倭人所以垂涎也。”［52］颇具近代海防意识的丁日昌也说:“台湾洋面居闽粤浙三界之中，为泰西
兵船所必经之地，与日本、吕宋鼎足而立。彼族之所眈眈虎视者，亦以为据此要害，北可扼津、沽之
咽喉，南可以拊闽、粤之脊膂。”因此，必须加强台湾海防，“惟台湾有备，沿海可以无虞;台湾不安，
则全局震动”。［53］
对此，清总理衙门也赞同疆臣督抚们的意见，奏请清廷曰:“台湾孤悬海外，其地与日本及日斯
巴尼亚所属之小吕宋鼎足而立，其洋面毗闽粤浙三界之中，为泰西各国船只必经之地，以形势而论
为南洋之尾闾，即可作北洋之捍蔽，是经营台湾实关系海防大局。”［54］
而身膺重责的洋务大员李鸿章对此时的海防大局更有深刻的认识，他在《筹议海防折》中指
出，如今“江海各口，门户洞开，(海洋)已为我与敌公共之地。……(故)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
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
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
局”。［55］
应该说，李鸿章的这一认识较之于康熙时期的施琅又更进了一步。当初施琅认识到“盖天下
东南之形势，在海而不在陆”，其睿智的眼光已为时人提供了海防认识的发展空间，但毕竟因时代
所限，他所看到的仍然是诸如“陆地之为患也有形，易于消弭;海外之藏奸也莫测，当思杜渐”［56］的
传统“海氛”和“海患”;他将东南沿海的防线扩展到台湾及其附属岛屿，的确已蕴涵了以外海作为
内地屏障，把防线从陆路推向海洋的思想认识，这确实是了不起的进步!而随着鸦片战后时代的推
移，此一时期的李鸿章把整个国家边防的重点从西北内陆边地扩大转移到东南万里海疆的眼光，却
是传统国防观念向近代国防观念的一个引人注目的转变。［57］因此，晚清海塞防之议就某种意义上
来说，正是这种思想观念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开端。
第二，欲移驻福建巡抚入台，切实提升台湾作为东南海疆门户的海防地位。
康熙二十二(1683)年台湾归附后，清廷虽设置一府三县行政机构，但以总兵官、副将等军事官
员管理台湾事务，反映出其“为防台而治台”［58］的消极防患心理。日本侵台事件发生后情况有了
很大的变化，其时具体负责台湾海防事务的沈葆桢除了强调“台湾海外孤悬，七省以为门户，其关
系非轻”［59］之外，更为重视日本侵台事件后台湾整体的善后事宜。他在会同福建布政使潘霨等上
《请移驻巡抚折》中提出:经“夙夜深思，为台民计，为闽省计，为沿海筹防计”，台湾官制“宜仿江苏
巡抚分驻苏州之例，移福建巡抚驻台而后一举而数善备”。［60］对此，他还认为，移驻福建巡抚入台，
能够“统属文武，权归一尊，镇道不敢不各修所职”;“有事可以立断”，“以专责成，以经久远”，并能
借此整顿台湾吏治和营政，扭转因“天高皇帝远”而致有效统治出现鞭长莫及的弊病。沈葆桢这一
建议实际上含有改变既往以武官军事管制治台为此后以文官行政管理治台的深远意义，将治台事
务纳入王朝统治的正轨。故此，他强调:“台地向称饶沃，久为异族所垂涎，今虽外患暂平，旁人仍
眈眈相视，未雨绸缪之计，正在斯时”;“欲固地险，在得民心;欲得民心，先修吏治、营政”。［61］从提
升驻台官员的级别和整顿吏治、营政等来切实提升台湾作为东南海疆门户的海防地位。
虽然沈葆桢移驻福建巡抚入台的奏请最终只得到清廷“(闽抚)冬春驻台，夏秋驻省”，以便“往
来兼顾”的批准，但提升驻台官员级别，提高台湾的海防地位，加强其海防建设乃势所必然。可以
说，沈葆桢移驻福建巡抚入台的提议为中法战争后促成台湾的正式建省奠定了基本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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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开山“抚番”，兴建炮台，筹购船舰，兴办新式军工企业，加强台湾海防建设。
日本侵台事件结束后，从沈葆桢受命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大臣起，之后几任主要的福建台湾巡
抚，如丁日昌、岑毓英、刘铭传等对台湾的海防建设均可谓悉心筹划、不遗余力，但台湾海防建设的
总体设想和基础主要是在沈葆桢任上确立的。沈葆桢奉命来台督办海防事务后，经实地调查认识
到:“台地延袤千有余里，官吏所治只滨海平原三分之一，余皆番社耳。”［62］而台湾事件正是因“番
社”而引发的，因此加强台湾海防事务，必须要重视开山“抚番”问题，“会筹全台大局，抚番开路，势
难中止”;强调“人第知今日开山之为抚番，固不知今日抚番实为防海也”。［63］在开山“抚番”的同
时，沈葆桢还向清廷奏请开“严禁内地民人渡台之旧例”，“将一切旧例尽与开豁，以广招徕”，［64］招
募闽粤沿海居民入台移垦，开发台湾，夯实台湾海防的社会经济基础。沈葆桢的此一举措对台湾海
防可以说是意义深远。
此外，沈葆桢还在台南安平、旗后等处“仿西洋新法”兴建新式炮台，以固海防;倡办基隆煤矿，
以机器采煤;设立电报局以通消息，使台湾与内地“瞬息可通，事至不虞仓卒矣”;［65］同时还设军
装、火药等局，加强台湾的海防力量。
值得一提的是，沈葆桢认为，台湾海防建设必须要调配必要的新式船舰，尤其是铁甲船必不可
少。他说:“日兵本有铁甲船二艘，摧毁寻常轮船绰绰有余，而我并无之，水师气为之夺。”［66］故积
极奏请筹购新式船舰，强调“海上争衡，百号之艇船不敌一号之大兵轮船”，而且“木轮船(虽)足以
辅铁甲船，仍不足以御铁甲船，则铁甲船终不能不办也”。［67］
应该说，进入海国时代，建立一支强大的水师海军是国家海防事业的基础，这正如恩格斯所说
的:“展现在一切海洋国家面前的殖民事业的时代，也就是建立庞大的海军来保护刚刚开辟的殖民
地以及殖民地的贸易时代，从此便开始了一个海战比以往任何时代更加频繁、海军武器的发展比任
何时候更有效的时期。”［68］
故综上而简要言之，有清一代，时人有关台湾海防地位认识的衍变过程，在相当程度上就是中
国海防观由传统向近代蹒跚转型的认识过程。面临西方列强咄咄逼人的海上挑战，经历过日本侵
台的刺激和海塞防大讨论的清廷朝野痛感海防“亟应实力讲求，同心筹办，坚苦贞定，历久不懈，以
纾目前当务之急，以裕国家久远之图”。［69］故此，以“大治水师为主”、［70］“以精炼海军为第一要
务”［71］的洋务自强新政遂轰轰烈烈地顺利拉开帷幕，造成大清王朝一时津津乐道的“同光中兴”局
面。台湾海防地位也就此得以确立并迈入新的历史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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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putes over Coast and Land Defens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volution of Taiwan＇s Coastal Defense Status
HUANG Shun－li
(College of Humanities，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5，Fujian)
Abstract:Although the dispute over coast and land defense occurred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the reason should be
traced back to the past． Before that，there was no real“coast defense”on Taiwan islands． As Qing Dynasty rulers were
suffering from the invasion of marine enemies，they adopted a traditional“sea protection”policy akin to land defense． After
the recovery of Taiwan，Shi Lang advocated using the sea as a barrier to the mainland for guarding Taiwan，which was his
early understanding of the thought of sea defense． After the Opium War，the coastal defense status in Taiwan was estab-
lished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dispute over coastal defense and land defense，which was mainly embodied in the fol-
lowing three aspects:First，raising awareness of the importance of Taiwan＇s strategic position in coastal defense linked to
the upcoming“age of the sea”． Second，enhancing Taiwan’s coastal defense status as a gateway to the southeast coastal ar-
ea，and preparing for the Fujian governor to be stationed in Taiwan． Third，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sea defense in
Taiwan by means of pensioning local aborigines，building forts，purchase ships and so on． In the Qing Dynasty，the process
of understanding coastal defense of Taiwan is also a process of gradu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coastal defense concept
from tradition to modern times．
Keywords:Late Qing dynasty，dispute over coastal and land defense，Taiwan coastal def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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